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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政治价值观
与公众感知的政府质量＊

———基于２０１５年中国城市治理调查数据

金炜玲　孟天广

【摘　　要】作为衡量治理过程是否符合善治原则的重要理论概念，“政府质量”包含
基于过程的代表性、公正性、回应性、廉洁性等治理价值的四个维度。既有研究多从跨国
比较和宏观层面对政府质量的来源进行讨论，缺乏从地方治理层面考察公众视角下政府质
量感知的微观成因。本研究通过对２０１５年中国城市治理调查数据的分析，从微观层面探讨
了公众参与经历对政府质量感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参与经历塑造公众对政府质量的
感知，并受到政治价值观的调节；非制度化参与经历显著降低公众感知的政府质量；体制
认同正向调节制度化参与对政府质量的影响，促进了公众对政府代表性、公正性和回应性
的评价；政治效能感正向调节非制度化参与对政府质量的影响，改善其对代表性、回应性
和廉洁性的感知。行为与价值的嵌入影响公众对治理质量的评价，凸显了 “过程导向”的
治理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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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化社会治理监测、评估与应对策略研究”（１８ＺＤＡ１１０）和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第６７批面上资助项目 “大数据驱动的政府回应———基于公众参与类型学的研究”（２０２０Ｍ６７０２６４）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
此开启了我国进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时期。作为提升治理能力的核心主体，政府的治理质量和水
平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也构成学界研究的重心。“政府质量”（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是衡量治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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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是否符合善治原则的重要概念，指的是公共权力良好运行的品质。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和深
化改革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风险矛盾显性化、制度建设进入攻坚期，政府对市场主体和
社会主体的公共服务、经济管理和社会治理等职能进一步凸显，客观上对政府治理的水平提出更高
要求。

随着社会治理理论的转型，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不再是唯一性的，而是需要与多元治理主
体合作，来共同处理公共事务、管理公共生活。① 治理的目标是 “善治”，要求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建
立起全面良性的互动关系，② 一方面鼓励公众通过多种途径参与治理，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回应与吸纳
公众的诉求，获得公众对政策的理解和支持。与此同时，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革命式发展，技术赋权
进一步强化了公众的参与意识，公众诉求得以在网络空间快速形成、表达和传播，公众参与公共治
理、监督公共权力的能力也获得增长，驱动着 “基于过程”的治理质量的提升。因此，以公众参与
为切入点，从微观层面讨论公众感知的政府质量，分析其发展现状和影响要素，有助于丰富政府质
量的理论体系，对于塑造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创建协同共治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试
图立足中国实际，通过分析全国代表性城市的居民调查数据，探索公众视角下政府质量的微观生成
机制，为揭示公众参与和政府质量之间的内在关联提供实证依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政府质量的概念阐释
“政府质量”概念是在批判传统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发轫而出。２０世纪后期，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

引入绩效考核、顾客导向、全面质量管理等企业管理原则，公共管理部门的效率获得大幅提升，却
也在日益损耗公平。基于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批判和反思，新公共服务学派认为简单的效率追求并
不能实现公平性、参与性、公共性等核心价值，进而提倡 “过程导向”、强调质量的治理。随着相关
理论的逐步深入，政府质量的概念阐释也日渐丰富，国外学界对此虽尚未有统一界定，③ 但已形成了
相当程度的共识。

根据国外政府质量理论，政府质量指的是政治过程中公共权力良好运行的状态，不仅关注治理
制度设计的逻辑，更关心制度化运行的过程，其核心价值是推进基于程序公正、廉洁自律和政治代
表等政治价值的治理模式。④ 早期的政府质量研究强调经济发展水平，⑤ 这种观点因为忽略了许多非
经济因素的作用而立刻受到众多学者的批评。Ｒｏｔｈｓｔｅｉｎ与Ｔｅｏｒｅｌｌ将 “公正性”视为政府质量的核
心要素，尤其是执行政府权威的机构必须公正地行使权力，⑥ 即行动不为任何特殊关系或是私人偏好
所干扰。⑦ Ｗｉｌｓｏｎ在此基础上强调 “善治”的价值，认为善治意味着在各种呼声很高的目标间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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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要求决策者在公共服务精神的激励下作出正当性、有回应性的选择。① Ａｇｎａｆｏｒｓ对政府质量的
概念作出了更为系统和全面的定义，将其内涵总结为公共精神、科学决策、善行原则、效率、法治
和公正、稳定性六个要素。②

基于过往讨论可知，政府质量是基于 “过程导向”而非 “结果导向”的治理范式，因此超越了
传统治理理论忽略程序公正、公众参与、政府回应等治理过程要素的局限性，这是国内外学者共识
性的认知。“过程导向”的治理理论是在接受Ｏｓｔｒｏｍ等学者提出的 “多中心治理”框架③所强调的，
多主体参与、政企社合作与伙伴关系、政府间网络协同等治理机制的基础上，突出在治理过程中实
现政社高效协同、权力规范运行、制度有效运转等关键特征的治理模式。在这样的治理范式下，治
理并不是一套规则条例，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④

然而，国外的政府质量概念及理论并不适合直接用于分析当下的中国实践。国外学者的政府质
量大多基于欧美国家政治制度的语境，重在衡量代议制确立后公共权力公正行使的状态，与正在推
进制度建设，尤其是构建国家－社会关联的制度尚在快速变迁中的转型中国不相适应。⑤ 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带来国家－社会关系的快速转变，一方面，新兴信息技术进一步降低
了公众参与的成本和门槛，驱动公众诉求表达的 “显性化”，这不断激发着公众对政府质量的需求；⑥

另一方面，市场监管、社会福利等政府职能的强化，也加强了政府与社会的接触和互动。近年来，
我国进入协商民主发展阶段，协商民主理论认为代表性和正当程序是联系政府和公民关系的关键纽
带，⑦ 尤其强调代表制度和回应制度的建立以强化国家－社会互动。因此，政府与多元治理主体的互
动构成在中国语境中评估公共权力运行质量的重要维度，国家与社会间的互动关系及协同状态是政
府治理水平最为直接和具体的反映。

基于对过往理论的提炼与讨论，本研究认为，转型中国的政府质量指的是政府和社会之间围绕
公共权力行使形成的互动关系与良好状态，包含代表性、公正性、回应性与廉洁性四个核心要素。
其中，代表性是政府质量的基础，指政府做出的一系列行为可以有效反映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需求，
表现为国家机构和政府部门的行为可以代表公众利益；公正性是公共权力行使的基本原则，指公共
权力行使中除非法律规定否则不得考虑任何特定群体，表现为司法公正性、政策执行公正性等；回
应性是政府质量的载体，指政府依法对公民需求作出负责任的回应，表现为政府关注和回应公众的
意见与需求、政府与公民的沟通等；廉洁性是公共权力行使异化的程度，指公共权力掌握者利用公
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程度，表现为政府官员和其他干部涉及腐败问题的情况。

（二）政府质量和公众参与
过往研究关注政府质量的影响因素，一般从经济发展、民主制度、官僚体制等宏观视角解释政

府质量的来源。强调经济因素的研究指出，经济发展水平对政府质量至关重要，尤其是政府的财政

６４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Ｇｒａｈａｍ　Ｗｉｌｓｏｎ，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Ｖｏｌ．２１ （２），２００８，ｐｐ．１９７－２００．
Ｍａｒｃｕｓ　Ａｇｎａｆｏｒｓ，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０７ （３），

２０１３，ｐｐ．４３３－４４５．
参见 Ｅｌｉｎｏｒ　Ｏｓｔｒｏｍ，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孔繁斌：《多中心治理诠释———基于承认政治的视角》，《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７年第６期，第３３～３６页。

俞可平：《治理和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０１年第９期，第４０～４４页。
［瑞典］博·罗斯坦、臧雷振：《经济增长与政府质量的中国式悖论——— “韦伯式”科层制与中国特色 “干部制”》，《经济社会体
制比较》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１４４～１４５页；聂平平、万苏春：《国外政府质量研究：话语阐释、测评指标与研究困境》，《国外社
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第７５～８３页。

孟天广、郭凤林：《大数据政治学：新信息时代的政治现象及其探析路径》，《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５３页。

Ｍａｒｋ　Ｅ．Ｗａｒｒｅｎ，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９０ （４），１９９６，ｐｐ．４６－６０．



和税收可以影响政府能力与政治代表性，① 对高水平的政府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关注民主发展与政府
质量之间关系的学者，多基于跨国比较研究认为民主发展可以提升政府质量，② 这是因为民主政体能
够减少腐败，③ 并能对公权力实现有效制约。④ “官僚体制说”则认为，理性专业化、管理能力强的
官僚体系有利于制定符合广泛利益的政策，⑤ 同时，设置合理的分权、晋升、考核等机制促进官僚机
构代理人之间的竞争，可以激励政府更好地维持公共目标。⑥

上述研究少有从微观层面出发，考察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行为和政治态度等因素对政府质量
的影响，因而在中国政府质量的实证研究中欠缺解释力。这一研究上的缺失原因主要有二：其一，
政府质量理论体系的本土化讨论不充分。国外研究多将政府质量与代议制、民主制捆绑讨论，容易
忽视政府质量所反映的政社互动维度，因此在构建转型中国的政府质量概念时，需兼具对国家－社
会协同治理关系的考量。其二，政府质量的测量评估体系不健全。既有研究大量采用衡量政府投入
或产出的财政资本、公共开支⑦、行政效率⑧、民众支持度⑨等指标来评价政府质量，仍然没有摆脱
侧重 “结果导向”的评估框架，既难以反映出治理过程中的互动关系，也忽略了对公共权力行使品
质的有效测量。

从公众参与的视角切入，恰好为弥补上述研究缺憾提供了契机。一方面，公众参与是公众和政
府发生互动的主要场域，体现治理的 “需求方”对政府质量的影响。聚焦于公众参与，可以对治理
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与协同、表达与回应、反馈与监督等治理环节进行系统观察和测量，从而
补足政社互动视角的缺失。另一方面，公众在参与过程中形成的对治理质量的主观评价，是政府质
量不可或缺的测量评估维度。“结果导向”治理模式的理论基础是理性选择，其前提假定为公民也是
“结果导向”的，因此公众会根据短期物质利益来形成对政治机构的反馈，瑏瑠 即 “基于结果的判
断”。瑏瑡 而 “过程导向”的治理模式则认为，公众在治理参与的过程中不断积累政治知识与经验，感
知治理制度的设计逻辑与运行状态；瑏瑢 只有公众在经历政治过程时感受到治理制度符合规范价值且合
法公正运行，才能形成良性的政民互动关系，最终转化为政府质量。因此，讨论公众参与和政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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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之间的因果关联，有助于探知政府质量生成的动态和微观机制。
过往研究注意到了公众参与和政府治理质量之间的关联。国外研究指出，公众可以通过掌握政

策制定与实施的信息的方式，迫使官员增强政治责任性，提升政府绩效和治理水平；① 还有研究将公
众参与视为社会资本，认为积极的公众参与会对政府形成更好的监督机制，促使政府积极执行政策、
减少渎职腐败，从而提高政府效率和治理效能。② 国内学者也对公众参与要素展开了研究，闵学勤将
公平参与感因子视为政府质量微观评估中的重要指标，③ 宋典等以定量统计的方法验证政府质量对参
与倾向的影响。④ 上述研究虽然对政府质量的概念阐释、测量方法与本研究存在一定差异，但均有助
于深入理解公众参与和政府质量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关注公众参与对政府质量的影响，并以公众在互动中对政府治理质量的主观评价作为政
府质量的测量指标。一般而言，公众参与被区分为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前者是在既定法制
框架内参与政府决策制定和公共治理，后者包含制度框架之外的街头政治、社会运动、群体性事件
等以抗争为主的行为。⑤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公众参与的门槛降低，其渠道、频率和形式也相应
发生变化，尤其是非制度化参与获得了较大扩展。⑥ 由于参与类型存在差别，参与的冲突性程度、合
作性程度、与政府互动的方式与过程等都会有所不同，⑦ 公众对政府质量的主观评价也将呈现差异化
的特征。“过程导向”的治理理论假定公众在与政府打交道时赋予政府质量以独立价值，在将自己与
政府的实际互动经历与代表性、公正性、回应性、廉洁性的理想标准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评价政府质
量。如果公众在实际的参与经历中，感受到了公共权力行使的良好品质，会形成对政府质量较好的
感知，反之则会形成较差的评价。据此形成如下假设：

假设１．１：制度化参与经历提升公众感知的政府质量。
假设１．２：非制度化参与经历降低公众感知的政府质量。
既有研究指出，人们的政治认知与心理因素和政治行为紧密相连。本研究关注体制认同和政治效能

感这两种政治价值观。体制认同衡量个体对权威体制的认可和赞同程度，体现个体的政治情感归属和政
治行为指向，高水平的体制认同可以有效降低抗争型参与行为，维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⑧ 也有研究
指出，特定的参与行为对政治认同、国家认同具有促进作用。⑨ 政治效能感指的是自认具有影响政府
决策的知识和能力，也对政府对自己的诉求作出回应有信心；高水平的政治效能感是人们进入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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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促进条件，① 而特定的参与行为也会塑造个体的政治效能感。② 总之，体制认同、政治效能感
与公众参与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具备较强的体制认同和政治效能感的人，往往倾向于承认政府的合
法性、相信政府的所作所为是为民众考虑的，因此可能产生更高水平的政府质量评估，据此形成如
下两个假设并构建本研究的假设模型 （参见图１）。

假设２．１：体制认同正向调节参与经历与公众感知的政府质量之间的关系。
假设２．２：政治效能感正向调节参与经历与公众感知的政府质量之间的关系。

图１　研究假设模型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为系统描述公众视角下的政府质量及其与公众参与经历之间的关联，本研究采用２０１５年中国城

市治理调查作为二手数据资料。中国城市治理调查由清华大学数据治理研究中心设计并实施，采用
“ＧＰＳ／ＧＩＳ辅助的区域抽样”方法依据单元格人口密度随机抽样，并采取分层多阶段抽样的方法，③

确保良好的样本代表性和数据权威性。２０１５年该调查共覆盖２４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抽取有效样
本５５２５个，完成样本３５１３个，有效完成率为６３．５８％。该年度调查问卷系统考察城市居民的经济状
况、政治态度、参与行为以及对政府质量的主观评价，为实现本文研究目标提供了详实可靠的微观
数据。④ 样本分布情况参见表１。

（二）变量测量

１．因变量：转型中国的政府质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公众视角下的政府质量评估，包含代表性、公正性、回应性、廉洁性四个维
度，表２呈现前三个维度的基本情况。除了少数人未提供有效回答之外，公众总体上对全国人大和
政府机构的代表性评价较高；超过６０％的受访者同意我国法院和检察院能够有效维护司法公正；接
近一半的人认为我国政府充分关注和回应了公众诉求。总体而言，公众对公共权力的运行状态评价
基本良好，但回应性、公正性低于代表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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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Ｓｕｓａｎ　Ｙｅｉｃｈ　ａｎｄ　Ｒａｌｐｈ　Ｌｅｖｉｎ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ｏ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２２ （３），１９９４，ｐｐ．２５９－２７１；王丽萍、方然：《参与还是不参与：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社
会心理分析———基于一项调查的考察与分析》，《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９５～１０８页。

刘芳、施文捷：《城市基层政治参与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一项以上海社区为例的实证研究》，《社会》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２２３～
２４１页。

具体而言，该调查分区县级、乡镇街道、村居社区、家庭户和受访人等五个阶段抽取合格受访人，户内抽样采用Ｋｉｓｈ　Ｇｒｉｄ方法
开展，有效地解决了传统户籍抽样中的人户分离、一户多址以及行政区域抽样中边界不清等问题。

截至目前，中国城市治理调查于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８年先后实行两次。两次调查问卷均以城市治理为主题，但具体设计和题目内容存
在出入。２０１８年问卷在考察政府质量评估、参与经历和政治效能感等方面的题目存在一定缺失，因此为实现前述研究目标，本
研究选取２０１５年调查数据作为分析资料。



表１　２０１５年中国城市治理调查样本分布情况

变量 人数 百分比 （％） 变量 人数 百分比 （％）

年龄

１８～２９岁 ８４７　 ２４．１１

３０～３９岁 ６８６　 １９．５３

４０～４９岁 ７４３　 ２１．１５

５０～５９岁 ５３９　 １５．３４

６０～７０岁 ６９８　 １９．８７

男性 １７４６　 ４９．７０

党员 ４０９　 １１．７１

工作 ３２０９　 ９１．３５

网民 ２１１４　 ６０．８５

城市户口 ２３４１　 ６６．７０

教育

水平

小学以下 ２２９　 ６．５２

小学 ４３８　 １２．４７

初中 ９３７　 ２６．６７

高中 ６１６　 １７．５３

职高／中专 ２７０　 ７．６９

大专 ４０９　 １１．６４

大学本科 ５１１　 １４．５５

硕士 ４７　 １．３４

博士 １０　 ０．２８

出国／境经历 ９８５　 ２８．０４

　　注：Ｎ＝３５１３。

表２　转型中国的政府质量：代表性、公正性与回应性

您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下列观点？ 非常同意 比较同意 不太同意 非常不同意 不知道／未回答

代表性
全国人大代表了大多数人民利益 ２２．０６　 ５４．３４　 １２．６１　 ２．３３　 ８．６５

人民政府代表了我的利益 １３．０４　 ４０．９３　 ２９．７５　 ６．９２　 ９．３６

公正性
我国法院／检察院维护了司法公正 １４．６０　 ５０．９３　 ２０．６１　 ３．５６　 １０．３０

在我国，人人都得到了政府的公平对待 ９．７１　 ２９．２１　 ４２．４１　 ９．９１　 ８．７６

回应性
我国政府充分回应了公众需求 ８．２０　 ３４．４２　 ３９．５７　 ６．８６　 １０．９６

我国政府很关注公众意见和要求 ８．３７　 ３４．１９　 ３７．９４　 ８．２０　 １１．３０

　　注：Ｎ＝３５１３；表中数值单位为％。

表３考察了政府质量的廉洁性维度。与代表性、公正性和回应性相比，公众对政府廉洁性的评
价差异较大，在公众眼中中央政府官员和法官、检察官的廉洁程度相对较高。由于存在一定比例的
公众未作出有效回答，本研究在数据分析中对缺失值采用了中位值插补，并通过因子分析构建各维
度因子得分和政府质量综合指标，① 因子得分越高表明政府质量的主观评价越高。

表３　转型中国的政府质量：廉洁性

您认为我国各级政府干部中涉及腐败的范围有多大？ 几乎没有 不太普遍 比较普遍 非常普遍 不知道／未回答

地方政府官员 ２．０２　 １７．７１　 ４５．３７　 １９．６７　 １５．２３

中央政府官员 ４．０１　 ３１．４０　 ３２．５６　 １０．６５　 ２１．３７

警察／税务等执法人员 ４．３３　 ２１．６３　 ３５．９５　 １６．３１　 ２１．７８

法官／检察官 ５．０７　 ２５．９０　 ３０．９７　 １４．１５　 ２３．９１

　　注：Ｎ＝３５１３；表中数值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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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政府质量各维度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信度系数为０．７３４，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获得政府质量综合指标 （ＫＭＯ＝０．７１８，累计方差贡
献率５７．６９％）。



需要注意的是，公众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认知，尤其是在政府满意度等 “结果导向”的绩
效评估指标上存在差异。① 本研究的核心关注是政社互动过程中生成的政府质量感知，侧重讨论公众
对公权力运行状态的总体性评价，并未对政府质量评估进行严格的央地划分；由于公众多参与到地
方事务中，互动的对象多为地方政府，因此因变量测量也较集中展现地方治理层面的情况。

２．自变量：转型中国的公众参与
本研究的自变量是公众参与经历，问卷设置了七组问题询问公众参加各类政治和社会活动的经

历，包括参加会议、投票选举、游行示威、网上批评等。其中，有过 “在居委会选举中投票”经历
的公众占比最高，接近３０％；而以批评抗议为主的参与行为，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比例均较低。
公众参与的类型划分具有多种依据，如肖唐镖、易申波等将参与行为区分为投票、竞选、接触、沟
通和抗争五种类型，② 现实中也存在参与类型混杂的情况，囿于数据资料的限制，研究无法将全部分
类涵盖。一般认为，制度化参与包括选举参与、联系政府官员等；非制度化参与主要指抗议行为，
如批评抵制、示威游行等。③ 本研究基于主成分分析法，获得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两个参与经
历因子 （参见表４），基本呈现了上述一般化的区分。

表４　公众参与经历的因子分析

公众参与经历 占比 （％） 制度化参与 非制度化参与

参加与政治有关的各种会议 ７．７９　 ０．８１０ －０．００１
向上级政府领导表达自己的观点 ９．２８　 ０．８３１　 ０．０１２
通过媒体表达自己的观点 ５．６５　 ０．３２７　 ０．５１４
在居委会选举中投票 ２７．３０　 ０．６０３　 ０．０４２
参与游行／示威／群体性事件 １．６１　 ０．０７２　 ０．５６２
在网上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 ３．０４ －０．０１９　 ０．７９９
在网上讨论游行／示威／群体性事件 ３．３６ －０．０２２　 ０．８１７
特征值 １．６４４　 ２．０６８
平均方差 １．８２３　 １．８８８

　　注：Ｎ＝３５１３。

３．调节变量：体制认同与政治效能感
体制认同通过考察受访者对一系列观点的态度而获得。针对提问，受访者大多持积极态度，“比

较同意”的占比均超４０％，显示出较高的体制认同。通过因子分析获得体制认同因子④ （参见表５）。
政治效能感的测量来自于受访者对于自身解决问题、影响他人等方面能力的评估。受访者中有

一半左右的人认为自己与认识的人相比 “差不多”，有１０％左右的人认为自己强于身边的人，有

２０％左右的人认为自己 “比较弱”。通过因子分析获得政治效能感因子⑤ （参见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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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尉建文、谢镇荣：《灾后重建中的政府满意度———基于汶川地震的经验发现》，《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９７～１１３页；

贾奇凡、尹泽轩、周洁：《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下公众的政府满意度：概念、测量及影响因素》，《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１
期，第６８页。

肖唐镖、易申波：《当代我国大陆公民政治参与的变迁与类型学特点———基于２００２与２０１１年两波全国抽样调查的分析》，《政治
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９７～１１１页；易申波、肖唐镖： 《衰落抑或转型：近年来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新动向———基于３波

ＡＢＳ调查数据的分析》，《探索》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８２～９５页。

宁晶、孟天广：《成为政治人：政治参与研究的发展与未来走向》，《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第８３页。

各组问题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信度系数为０．７７４，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体制认同因子 （ＫＭＯ＝０．８１２，累计方差贡献率

５２．８４％）。

各组问题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信度系数为０．８５８，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政治效能感因子 （ＫＭＯ＝０．７２８，累计方差贡献率

７７．９６％）。



表５　体制认同的基本分布与因子分析

您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下列观点？ 非常同意 比较同意 不太同意 非常不同意 不知道／未回答 体制认同

即使可以选择做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公民，我也愿

意做中国公民
４０．１１　 ４５．１２　 ８．６０　 １．７１　 ４．４７　 ０．７１７

总的来说，中国比其他大多数国家都好 ２９．０４　 ４７．４８　 １６．６８　 １．５１　 ５．３０　 ０．８０１

别人在批评中国人的时候，我感觉就像在批评我 ３２．８８　 ４３．９８　 １６．２８　 １．７４　 ５．１３　 ０．６６８

我们的文化优于其他文化 ２２．９１　 ４１．１６　 ２５．７６　 １．９１　 ８．２５　 ０．７４７

我国目前的政治制度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 １９．６７　 ４７．８８　 １５．４６　 １．８５　 １５．１５　 ０．６９５

特征值 ２．６４２

　　注：Ｎ＝３５１３；表中态度量表的数值单位为％。

表６　政治效能感的基本分布与因子分析

与您认识的人相比，您的情况是？ 强很多 比较强 差不多 比较弱 弱很多 不知道／未回答 政治效能感

解决不公正待遇问题的能力 ０．５７　 １０．１６　 ５１．７８　 １９．９０　 ４．３０　 １３．２９　 ０．８６１

社会关系 ０．２６　 １０．７３　 ５３．４６　 ２０．９５　 ４．０４　 １０．５６　 ０．８９８

影响他人的能力 ０．５１　 ９．６５　 ５２．７２　 ２１．８６　 ４．０１　 １１．２４　 ０．８８９

特征值 ２．３３９

　　注：Ｎ＝３５１３；表中态度量表的数值单位为％。

４．控制变量
为全面考察政府质量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在回归模型中纳入了个体层面和宏观层面的变量作为

控制变量。过往研究观察到性别、年龄、教育水平、政治身份、户口类型、就业状态、家庭收入等
因素与公众参与、政府质量之间的关联，多将其作为控制变量；① 考虑到互联网的使用会带来网络政
治参与的增加，以及政治知识对参与的促进作用，② 本研究在个体层面将上述变量均纳为控制变量。

由于中国各地区在治理状况上存在差异，本研究还对各城市调查前一年度的人均ＧＤＰ、人均社会福
利支出等指标进行了控制。

（三）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回归模型是考察变量间因果关系的常用量化方

法，可以帮助我们在统计控制的前提下识别公众参与经历对政府质量的净效应；使用调节效应分析
是为了探索体制认同、政治效能感在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关系的作用，探求因果关系的机制解释。

本研究设定回归方程如下：

ＱｏＧＩ ＝β１ＰａｒｔＩ＋β２Ｖａｌｕｒｅｉ＋β３Ｐａｒｔｉ＊Ｖａｌｕｅｉ＋ΓＣｏｔｒｏｌｉ＋εｉ
　　其中，ＱｏＧｉ是公众感知的政府质量，Ｐａｒｔｉ是参与经历，β１ 是其对应的回归系数；Ｖａｌｕｅｉ是政

治价值观，β２ 是其对应的回归系数；Ｐａｒｔｉ＊Ｖａｌｕｅｉ衡量政治价值观对参与经历的调节效应，β３ 是其

对应的回归系数；Ｃｏｎｔｒｏｌｉ是控制变量，εｉ是随机扰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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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苗红娜：《政府质量评价与社会信任：基于一项全国样本的实证研究》，《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１０５～１１２页；宋典、

芮国强、丁叙文：《政府质量对公民参与倾向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１９第４期，第１２８～１３６页。

张明新：《互联网时代中国公众的政治参与：检验政治知识的影响》，《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６期，第４９～５７
页；郑建君：《参与意愿的中介效应与政治知识的边界效应———基于政治效能感与参与行为的机制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３９～５０页。



四、公众参与经历、政治价值观与政府质量

（一）公众参与经历对政府质量的影响
为探索公众参与经历对政府质量的作用，本研究首先将政府质量的综合评估作为因变量，分四

个模型逐步回归 （参见表７）。

表７　公众参与经历对政府质量的影响

变量名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参与经历

制度化参与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８）

非制度化参与
－０．０９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６）

政治价值观

体制认同
０．３４１＊＊＊

（０．０１７）
０．３１３＊＊＊

（０．０１７）
０．３１３＊＊＊

（０．０１７）

政治效能感
０．０６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８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８２＊＊＊

（０．０１７）

个体层面变量

性别：男性
－０．１２６＊＊＊

（０．０３２）
－０．１２７＊＊＊

（０．０３２）

年龄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教育水平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户口类型：城市户口
０．０６３
（０．０４０）

０．０６３
（０．０４０）

政治身份：党员
－０．０２０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５３）

ｌｎ家庭人均收入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０）

就业状态：工作
－０．１５２＊＊＊

（０．０５９）
－０．１５２＊＊＊

（０．０５９）

网络使用：网民
－０．１４６＊＊＊

（０．０４６）
－０．１４４＊＊＊

（０．０４６）

政治知识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２）

地方宏观变量

ｌｎ人均ＧＤＰ
０．２４６＊

（０．１３４）

ｌｎ人均福利支出
－０．２６１
（０．２８２）

城市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常数项
－０．２４３＊＊

（０．０９５）
－０．１９５＊＊

（０．０９０）

－０．２０９
（０．２４１）

－０．７４８
（２．６３６）

观察值 ３３６４　 ３３２０　 ３２６１　 ３２６１

Ｒ２　 ０．１３５　 ０．２３５　 ０．２５８　 ０．２５９

　　注：（１）括号中为标准误；（２）＊＊＊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３）Ｙ表示控制该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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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１）在城市固定效应下，仅估计了制度化参与、非制度化参与这两种参与经历对政府质量
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制度化参与显著提升了公众视角下的政府质量，而非制度化参与则显著降
低了政府质量，说明参与经历塑造公众对政府质量的主观评价。模型 （２）增加了政治价值观变量，
体制认同和政治效能感均显著提升政府质量；同时，非制度化参与经历仍然显著降低政府质量，但
削弱的作用相较于模型 （１）变小了。

模型 （３）纳入个体层面的人口学变量和社会经济变量。模型 （４）是全模型，由于过往研究常
从经济发展、财政支出角度衡量政府质量，模型 （４）在模型 （３）的基础上纳入城市层面的经济发
展水平、社会福利支出变量。模型 （３）至模型 （４）显示，在控制了个体层面和城市层面的变量后，
非制度化参与经历、政治价值观对政府质量的影响仍然保持稳健。根据模型 （４），非制度化参与每
增加一个标准差时，公众视角下的政府质量会降低０．０４８个单位；而体制认同和政治效能感每增加
一个标准差时，政府质量分别增加０．３１３和０．０８２个单位。这表明公众是在参与治理、与政府互动
的过程中生成对公权力运行状态的评价，这种评价本身并不完全基于政府的执政绩效，而是经验性、
过程性的。特别是以批评政府、游行示威为主的非制度化参与，对政府质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本研究的假设１．２基本获得证实。

此外，在个体层面和宏观层面的控制变量中，女性、未就业、非网民的公众对政府质量评估较
高，年龄和政治知识的增加会促进对政府质量的高水平评价，地方人均ＧＤＰ的对数也会显著影响政
府质量评估。

（二）政治价值观的调节效应
为系统了解公众参与经历与政府质量各维度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价值观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本研究以体制认同和政治效能感分别作为调节变量，以各维度政府质量作为因变量，依据表７中的
全模型分别构建回归模型。

先看体制认同对于参与经历的调节作用。表８呈现了分别以代表性、公正性、回应性、廉洁性
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在每个因变量模型之中都先后构建了两个模型，都是在控制了个体层面变量、
地方宏观变量和城市固定效应的基础上，先考察体制认同对制度化参与的调节效应，再考察体制认
同对非制度化参与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显示：第一，体制认同对于各维度政府质量评估均有稳健
的正向影响。第二，在模型 （Ａ１）、模型 （Ａ３）、模型 （Ａ５），即分别以代表性、公正性、回应性为
因变量的模型中，体制认同对制度化参与的正向调节效应显著，表明在制度化参与水平保持一定的
情形下，体制认同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公众视角下的代表性、公正性、回应性将分别多提升０．０７２、

０．０５２、０．０６０个单位。第三，从模型 （Ａ２）可知，在以代表性为因变量的模型中，体制认同对于非
制度化参与也具备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说明虽然有过非制度化参与经历的公众，一般倾向于认为
政府无法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但当其参与水平保持一定时，体制认同较强的公众还是会对政
府的代表性更具信心。本研究的假设２．１基本获得验证。第四，观察模型 （Ａ７）和模型 （Ａ８），即
以廉洁性为因变量的模型中，制度化参与显著降低了公众对政府的廉洁性评价。过往研究指出，公
众在与政府互动的过程中，如果曾经有过腐败经历，可能带来强烈的腐败感知，对政府反腐工作的
满意度也会更低；① 由于公众在制度化参与过程中与地方政府官员的直接互动更为频繁，一旦发生与
百姓生活紧密关联的腐败问题，公众可能对腐败形成更加直观和敏感的认知，从而降低了对政府质
量的评价。

４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① 李辉、孟天广：《腐败经历与腐败感知：基于调查实验与直接提问的双重检验》，《社会》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１９４～２１５页。



表８　体制认同作为调节变量的政府质量各维度回归模型

代表性 公正性 回应性 廉洁性

模型 （Ａ１）模型 （Ａ２）模型 （Ａ３）模型 （Ａ４）模型 （Ａ５）模型 （Ａ６）模型 （Ａ７）模型 （Ａ８）

参与经历

制度化参与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９）

非制度化参与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９）

体制认同
０．２８６＊＊＊

（０．０１８）
０．２８１＊＊＊

（０．０１８）
０．２９５＊＊＊

（０．０１８）
０．２９２＊＊＊

（０．０１８）
０．２５４＊＊＊

（０．０１８）
０．２５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８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７７＊＊＊

（０．０１９）

制度化参与×体制认同
０．０７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５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６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６）

非制度化参与×体制认同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４）

个体层面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地方宏观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城市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常数项
－３．２４９
（２．７４６）

－３．２５７
（２．７５４）

５．１２２＊

（２．７０７）
５．０９７＊

（２．７１１）

－３．４４６
（２．７６６）

－３．４７２
（２．７７２）

０．０６７
（２．８５０）

０．１５９
（２．８４９）

观察值 ３２６３　 ３２６３　 ３２６３　 ３２６３　 ３２６３　 ３２６３　 ３２６３　 ３２６３

Ｒ２　 ０．１９９　 ０．１９４　 ０．２１４　 ０．２１２　 ０．１８３　 ０．１８０　 ０．１４７　 ０．１４７

　　注：（１）括号中为标准误；（２）＊＊＊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３）Ｙ表示控制该组变量，个体层面变量和地方宏观变量与前

述保持一致。

表９呈现了以政治效能感为调节变量，以代表性、公正性、回应性、廉洁性为因变量的回归模
型；通过为每个因变量构建两个调节效应模型，先后考察政治效能感对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
的调节效应。可以看出：第一，与体制认同相比，政治效能感的调节效应主要体现在调节非制度化
参与和政府质量之间的关系上。第二，模型 （Ｂ２）、模型 （Ｂ６）、模型 （Ｂ８），即分别以代表性、回
应性、廉洁性为因变量的模型中，政治效能感对非制度化参与具有正向调节的效应。在前文中，表７
的结果已经指出，非制度化参与对政府质量具有稳健的负向作用。结合表９的结果则可以发现，虽
然非制度化参与一般会降低公众对政府质量的评价，但较高的政治效能感可以从一些维度上、在一
定程度上改善这一负向影响：在非制度化参与水平一定时，公众的政治效能感每增加一个标准差，

对代表性、回应性、廉洁性等政府质量维度的评估会分别多提升０．０３３、０．０４０、０．０２７个单位。第
三，在以廉洁性为因变量的模型 （Ｂ７）中，政治效能感对制度化参与也有正向调节作用，每增加一
个标准差会让廉洁性提升０．０５１个单位。本研究的假设２．２基本获得验证。

综合表７、表８、表９的回归结果可知，体制认同和政治效能感对参与经历和政府质量之间的关
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具体的调节效果和作用维度有所区别：体制认同主要调节制度化参与对政
府质量的影响，尤其是可以提升公众对代表性、公正性、回应性的评估；而政治效能感则主要调节
非制度参与对政府质量的影响，体现在代表性、回应性和廉洁性的维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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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政治效能感作为调节变量的政府质量各维度回归模型

代表性 公正性 回应性 廉洁性

模型 （Ｂ１）模型 （Ｂ２）模型 （Ｂ３）模型 （Ｂ４）模型 （Ｂ５）模型 （Ｂ６）模型 （Ｂ７） 模型 （Ｂ８）

参与经历

制度化参与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７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９）

非制度化参与
－０．０８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９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６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７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６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９）

政治效能感
０．１０９＊＊＊

（０．０１８）
０．１０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７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７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５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８）

制度化参与×政治效能感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５１＊＊＊

（０．０１５）

非制度化参与×政治效能感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５）

个体层面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地方宏观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城市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常数项
－２．６６７
（２．８２７）

－２．６４７
（２．８２６）

５．８５０＊＊

（２．８０６）
５．８４７＊＊

（２．８０６）

－３．０７１
（２．８４０）

－３．０５２
（２．８３７）

０．４４２
（２．８３７）

０．４８５
（２．８４１）

观察值 ３２９７　 ３２９７　 ３２９７　 ３２９７　 ３２９７　 ３２９７　 ３２９７　 ３２９７

Ｒ２　 ０．１３８　 ０．１３９　 ０．１５２　 ０．１５２　 ０．１３５　 ０．１３７　 ０．１４８　 ０．１４６

　　注：（１）括号中为标准误；（２）＊＊＊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３）Ｙ表示控制该组变量，个体层面变量和地方宏观变量与前

述保持一致。

五、结论与讨论

政府质量是治理过程制度化运行的核心指标，高水平的政府质量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
基础。为了实现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善治目标，本研究从公众参与的角度出发，总结提炼以代表性、
公正性、回应性、廉洁性为内涵的转型中国政府质量概念体系，并以全国代表性公众问卷的数据分
析为基础，考察政府质量的微观生成机制和影响因素，探求提升政府质量的可行路径。

研究发现，公众的参与经历影响公众视角下的政府质量，政治价值观在其中发挥调节变量的作
用。具体而言，非制度化参与显著降低公众对政府质量的评价，制度化参与则可能存在积极的作用。
非制度化参与主要表现为言论上的批评和行动上的抗争，具有较高的冲突性，如果在参与过程中没
有获得政府合理有效的反馈，公众可能持续累积对政府治理的不满情绪，对政府质量作出较低评价。
然而，体制认同和政治效能感，尤其是政治效能感，可以正向调节非制度化参与对政府质量的影响，
说明即使公众采取了抗议、游行、示威等制度框架之外的参与行为，只要他们在参与的过程中增强
了政治效能感，即认为自己的参与行为能对政府产生影响、相信政府会回应自己的需求，就仍可能
对政府质量持有积极的评价。同时，政治价值观对于制度化参与的调节效应也是显著的，比如体制
认同可以正向调节制度化参与对代表性、公正性、回应性的影响。

不同于过往研究侧重于单向讨论政治态度和认知对公众参与的预测作用，本研究重在研究政治
价值观和参与经历之间的交互关系及其对政府质量产生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在通过不同形式参
与治理的过程中，公众的政治价值观发生改变，参与行为与价值观念嵌入到人们对治理质量的评价
中，体现了 “基于过程的治理”的本质。无论是制度化参与还是非制度化参与，体制认同和政治效
能感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正向调节的功能，说明一味倡导制度化参与、规制非制度化参与并非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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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政府质量的良方，政府需要在治理过程中寻求更加积极的角色，在与公众互动的过程中培育公众
良好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具体而言，一方面疏通制度化参与渠道，推动公共决策过程公开透明
化，维护程序公正和执行规范，让公众在制度化参与中增强体制认同；另一方面开拓各类问政平台，
尤其是促进网络问政的常态化，积极回应公众诉求，让公众在非制度化参与中增强政治效能感。

为实现对过往研究视角的补充，同时囿于调查工具所限，本研究侧重讨论地方治理层面政府质
量的主观测量，尚未涉及政府质量评估的央地差异，期待在后续研究中深入讨论这一问题。本研究
基于数据统计分类，重点分析了公众参与经历的两种形态；随着参与渠道的丰富、信息技术的普及，
公众参与的形式和类型也更趋多样化，其他重要的类别与维度将留待未来研究继续探索。

（责任编辑：任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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